
 

河南省主要河川径流变化归因

竹磊磊 1,2，王纪军 1,2，吴璐 1,2，杨婷 1,2，苏晓乐 1,2，李芳 1,2

（1. 中国气象局河南省农业气象保障与应用技术重点开放实验室, 郑州 450003；2. 河南省气候中心, 郑州 450003）

摘要：为相对全面客观地分析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河南省主要河川径流变化的影响，基于河南省内卫河、伊洛

河、洪汝河和唐河流域 1961—2022年径流和降水资料，以及国家气候中心根据 Penman-Monteith公式计算的年潜

在蒸散发资料，比较 4个蒸发对比站年潜在蒸散发和蒸发皿年蒸发值，运用 Mann-Kendall突变检验法和累积双曲

线法分析 4个研究流域控制水文站年径流序列的变化趋势和突变年份，以及 4个流域年降水和潜在蒸散发的变化

趋势。采用基于 Budyko假设的弹性系数法对径流变化开展归因分析。结果表明：4个蒸发对比站年潜在蒸散发

与蒸发皿年蒸发变化趋势基本一致，4个水文站年径流深及 4个流域年降水和年潜在蒸散发均呈下降趋势。4个

水文站年径流深分别在 1977年、1985年、2008年和 2010年发生了突变。气候变化对径流减少的贡献率在卫河

和伊洛河流域为 7% 以下，在洪汝河和唐河流域约为 12%～18%，降水减少不显著和潜在蒸散发呈下降趋势是贡

献率小的原因，可见人类活动是影响 4个流域径流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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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下，不少河

川径流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但是在不同流域这

两类影响因子对径流变化的影响程度却并不相同，

科学定量地评价两类因子对径流变化的影响对流

域的水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

要的参考价值。针对河南省内河川径流变化的归

因分析以伊洛河流域的研究最多，但结论有些差别。

贺瑞敏等[1] 指出人类活动和降水变化对径流减少的

贡献率分别为 42% 和 58%。梁国付等 [2] 表明气候

变化会导致伊河上游的年径流量先减少后增加。

刘绿柳等[3] 认为相较于 1971−1985年，气候因素是

致使 1986−1995年和 2006−2015年黑石关水文

站径流变化的主要因素，其贡献率分别为 68.7% 和

83.1%，而人类活动是致使 1996−2005年径流变化

的主要因素，其贡献率为 76.7%。杨旭等 [4] 得出人

为因素、降水量和参考蒸发量对黑石关水文站径流

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55.72%、52.42% 和−8.14%，倪

用鑫等[5] 得出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径流变化的贡

献率分别为 56.36% 和 42.60%。在潜在蒸散发方面，

杨旭等[4] 的计算结果呈不显著的减少趋势，而倪用

鑫等[5] 的计算时段虽与杨旭等[4] 的略有不一致，但

潜在蒸散发却呈增加趋势。同时有不少学者[6-11] 对

淮河上游的径流变化作了归因分析，虽然各研究中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存在差

异，但均认为人类活动是淮河上游径流变化的主导

因素；在潜在蒸散发方面，刘晓丽等[7] 和王豪杰等[10]

认为淮河流域的潜在蒸散发为下降趋势（蒸散发变

化对径流减少为负贡献），但是金亚优等[11] 认为蒸

散发变化对径流减少为正贡献。在海河流域，付晓

花等[12] 得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漳卫南运河径

流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29.4% 和 70.6%。河南省长

江流域的面积较小，研究几乎空白。所以为了相对

全面客观地评价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河南省主

要河川径流变化的影响，有必要以翔实可靠的基础

数据为依托，开展河南省代表流域水文站的径流变

化归因分析。

流域径流变化归因分析方法包括水文模型法[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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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累积曲线法[15]、弹性系数法[14] 和累积量斜率变化

法[16] 等，基于 Budyko假设的弹性系数法考虑了径

流、降水和蒸散发的水量平衡，在径流变化归因分

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已有研究[4，9] 证明该方法在河

南省径流变化归因分析中有较好的适用性。本文

在河南省四大流域中各取一个面积相对较大、水文

和气象资料相对完整的子流域，分析子流域内径流、

降水和潜在蒸散发的变化，根据径流突变点划分基

准期和变化期，基于 Budyko假设的弹性系数法分

析流域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其径流变化的影响，

以期为河南省的水资源管理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同时为多流域地区的径流变化归因分析提供一定

的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河南省跨长江、黄河、淮河和海河四大流域，属

于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区，气候复杂多样，年

降水量差异较大，降水多年（1991−2020年）平均值

由 521.2 mm（温县）至 1 242.7 mm（新县）不等。在

四大流域中分别选取 1个水文站作为研究站点，4

个水文站[17] 分别是海河支流卫河元村站、黄河支流

伊洛河黑石关站、淮河支流洪汝河班台站和长江支

流唐河郭滩站，4个站控制流域面积分别为 14 286、

18 563、11 280和 7 591 km2，分别占河南省内海河、

黄 河 、 淮 河 和 长 江 流 域 面 积的 93.4%、 51.3%、

13.1% 和 27.5%，4个水文站控制流域共占河南省总

面积的 30%。在对比潜在蒸散发和蒸发皿观测蒸

发时，考虑到蒸发皿观测蒸发数据的完整性及年数

据的局地性较小，选取安阳、嵩山、宝丰和商丘 4个

国家级气象站作为对比站开展对比分析。上述 4个

气象站是河南省仅有的具有较长观测数据且目前

仍保留全年蒸发观测的国家级气象站。各子流域

分布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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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河南省流域分布

Fig. 1　Basins in Henan Province
 

  1.2    资料来源

4个水文站年径流数据来源于河南省水利部门，

37个国家级气象站的年降水和 4个蒸发对比站的

蒸发皿月蒸发数据来源于河南省气象探测数据中

心，37个国家级气象站和 4个蒸发对比站的年潜在

蒸散发为国家气候中心根据国家标准[18] 采用 Penman-

Monteith公式计算的数据，计算中涉及了日最高气

温、最低气温、平均气温、2 m高处风速、露点温度、

气压和日照时数共 7个气象要素，该套数据已在气

候及相关业务中应用多年。本文所有数据时段均

为 1961−2022年。

  1.3    基于 Budyko 假设的弹性系数法

流域径流变化是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

的结果，气候变化对流域径流的影响主要包括降水

和蒸散发两部分，流域径流的变化表示为

∆Q = ∆QC+∆QH （1）

∆QC = ∆QP+∆QE （2）

∆Q ∆QC ∆QH式（1）和（2）中： 为流域径流总变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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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 ∆QE和 分别为由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降水量

和蒸散发变化所引起的径流变化。

∅ ∅ = E0/P

Budyko假设[19] 认为流域实际蒸散发受降水和

潜在蒸散发 2个条件的影响，流域实际蒸散发为干

燥指数 ( )的函数，气候变化引起的流域径

流变化可以表示为

∆QC =

(
∆P×εp

P

)
Q+

(
∆E0×εE0

E0

)
Q （3）

Q P E0

∆P ∆E0

εp εE0

式中： 为流域的径流深，mm； 为降水量，mm； 为

潜在蒸散发，mm； 为降水量的变化量，mm； 为

潜在蒸散发的变化量，mm； 和 分别为径流对降

水量和潜在蒸散发的弹性系数，弹性系数的计算公

式为

εP = 1+
∅ f ′(∅)
1− f (∅)

,且εP+εE0 = 1 （4）

f (∅)其中， 可通过几种 Budyko假设进行计算，

见表 1 。

f (∅)表 1　 基于 Budyko假设的

f (∅)Tab. 1　  based on Budyko hypothesis

Budyko假设 f (∅)

OL’DEKOP [20] ∅tanh(1/∅)

BUDYKO [21] [∅tanh(1/∅)(1− e−∅)]0.5

PIKE [22] (1+∅−2)−0.5

FU[23] 1+∅− (1+∅a)1/a,a = 2.5

ZHANG 等[24] (1+ω∅) (1+ω∅+1/∅)−1,ω = 1

 

  2    结果与分析

  2.1    水文站年径流深的变化特征

α = 0.05 U0.05 = ±1.96

各水文站的年径流深年际变化见图 2。采用

Mann-Kenall（M-K）突变检验识别各水文站年径流

深序列的突变年份，M-K法原理见文献 [25]，给定

显 著 性 水 平 ， ， 识 别 结 果 见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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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61−2022年各水文站年径流深的年际变化

Fig. 2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annual runoff depth at hydrologic stations from 1961 to 2022
 

元村站和黑石关站年径流深均呈显著下降趋势

（p<0.01），线性倾向变化率分别为−1.66 mm/（10 a）

和−1.33 mm/（10 a）；变差系数分别为 0.858和 0.656，

元村站的变差系数在 4个站中最大，说明年径流深

的年际变化最大。M-K突变检验显示元村站年径

流深在 1977年发生了突变 [12]，黑石关站年径流深

在 1971年和 1985年发生了突变 [4,26]。两站径流突

变的原因是受到水利工程修建后投入使用、土地开

发等人类活动的影响[26]，同时也受到 20世纪 80年

代中后期至 21世纪 10年代降水偏少的影响。

班台站年径流深呈不显著下降趋势[27]（p>0.1）；

郭滩站年径流深呈显著下降趋势（p<0.05），两站线性

倾向变化率分别为−1.45 mm/（10 a）和−2.37 mm/（10 a）；

变差系数分别为 0.754和 0.611，郭滩站变差系数在

4个水文站中为最小，说明郭滩站年径流深的年际

变化最小。班台站和郭滩站年径流深发生突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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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较晚的原因是两站径流虽然也受到水利工程

建设、土地利用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但两个子

流域前期降水一直较丰，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末

和 21世纪 10年代降水较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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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唐河郭滩站

UF为M-K检验中顺序的统计量序列，UB为逆序的统计量序列。

 
图 3　各水文站 1961−2022年径流深Mann-Kendall突变检验

Fig. 3　Mann-Kendall mutation test of annual runoff depth at hydrologic stations from 1961 to 2022
 

  2.2    各研究流域年降水量和年潜在蒸散发

的变化特征

将各研究流域气象站的年降水量和年潜在蒸散

发分别求算术平均即为各流域的年降水量和年潜

在蒸散发（图 4），卫河、伊洛河、洪汝河和唐河 4个

流域降水量均呈下降趋势，但下降趋势均不显著

（p>0.1），线性倾向变化率分别为−3.78、−8.16、−6.85

和−15.38 mm/（10 a）；4个流域年降水量的变差系数

相差不大，为 0.552～0.575。

Penman-Monteith公式是开展径流变化归因分

析时计算潜在蒸散发最常用的公式[4-5,14]，本文使用

的卫河、伊洛河、洪汝河和唐河流域的由 Penman-

Monteith公式计算的年潜在蒸散发（图 4）均呈下降

趋势，线性倾向变化率分别为−16.62 、−0.31、−21.32

和−27.69 mm/（10 a），其中，伊洛河流域下降趋势不

显著（p>0.1），其他 3个流域下降趋势显著（p<0.01）。

4个流域的年潜在蒸散发的变化范围和变化趋势与

文献 [28]和 [29]的研究结果接近。

由于潜在蒸散发是人为计算的，计算公式选取、

资料准确性对计算结果的影响较大，前人[4-5, 7, 10-11]

对同一流域潜在蒸散发的计算结果甚至出现了较大差异，

而潜在蒸散发作为径流变化归因分析中的两个气

象因子之一，其变化趋势直接影响着贡献率的大小，

所以有必要对潜在蒸散发进行检验。检验潜在蒸

散发最常用的方法是将潜在蒸散发与蒸发皿观测

蒸发进行比对[14,29]，如果两者的相关性较好，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则可以认为计算的潜在蒸散发是合理

的。河南省的蒸散发观测目前 3−10月使用大型

蒸发皿 E-601B观测，其他几个月使用小型蒸发皿

观测，首先根据文献 [30]的方法将小型蒸发皿的月

数据换算为大型蒸发皿的月数据，之后将蒸发皿月

蒸发量累加为蒸发皿年蒸发量。图 5为 4个蒸发对

比站年潜在蒸散发与蒸发皿年蒸发，4个站的蒸发

皿年蒸发量同样呈下降趋势，这一结论与文献 [29]
一致。安阳、嵩山、宝丰和商丘站年潜在蒸散发与

蒸发皿年蒸发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 0.737、
0.831、0.892和 0.658（4个站 p<0.01），说明 4个站的

年潜在蒸散发与蒸发皿年蒸发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采用 Penman-Monteith公式计算的 4个站的年潜在

蒸散发是合理的。同时由于年潜在蒸散发和蒸发

皿年蒸发的局地性较小，结合前人[28-29] 的研究成果，

可以认为本文使用的河南省 4个流域中各站的年潜

在蒸散发同样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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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61−2022年各流域年降水量和年潜在蒸散发的年际变化

Fig. 4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in the river basins from 1961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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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61−2022年 4个蒸发对比站年潜在蒸散发和蒸发皿

年蒸发的比较

Fig. 5　Comparison of annual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by Penman-Monteith equation and observed annual evaporation at 4

evaporation comparison stations from 1961 to 2022
 

  2.3    双累积曲线判断径流突变年份
同时采用降水-径流深双累积曲线和潜在蒸散

发-径流深双累积曲线识别序列发生突变的临界年

份，其结果可以同径流深 M-K突变检验的结果互为

验证，降水-径流深双累积曲线见图 6。卫河流域降

水-径流深双累积曲线的斜率在 1977年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同时 1963年和 2021年也有明显的变化，但

由于 1961−1963年和 2021−2022年时段较短，这

2个时段不作分析，所以卫河流域以 1964−1977年

为基准期，1978−2020年为变化期。伊洛河流域降

水-径流深双累积曲线的斜率在 1985年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同时 1964年和 2021年也有明显的变化，同

样由于 1961−1964年和 2021−2022年时段较短

R2

而不作分析，所以伊洛河流域以 1965−1985年为

基准期，1986−2020年为变化期。洪汝河流域降水-
径流深双累积曲线的斜率在 1965年和 2008年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1961−1964年时段短，不进行分析。

但在 1965−2008年，双累积曲线有一些弯曲，在

1965−2008年 时 段 内 的 1965−1981年 、 1984−
1991年和 1996−2008年 3个时段内曲线较平直，

分别计算它们的斜率发现相差不大，所以总体上可

以认为 1965−2008年径流和降水关系没有明显变

化 ， 可 以 视 为 一 个 完 整 的 研 究 时 段 ， 即 定义

1965−2008年为基准期，2009−2022年为变化期。

唐河流域降水-径流深双累积曲线的斜率在 2010年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 1961−2010年为基准期，

2011−2022年为变化期。4个流域基准期和变化

期双累积曲线大部分 在 0.990以上，最低也超过

0.979，说明线性拟合程度较高。

潜在蒸散发-径流深双累积曲线（图略）的突变

点与降水-径流深双累积曲线的一致，同时两类双累

积曲线和 M-K突变检验计算的突变年份基本一致，

所以以分析降水-径流深双累积曲线时定义的基准

期和变化期为各研究流域的基准期和变化期。

  2.4    各因子的变化量及贡献率

各流域基准期和变化期的径流深、降水量和潜

在蒸散发的年均值变化见表 2，卫河流域变化期相

较于基准期径流深的年均值减少了 59.83%，而该流

域降水量的年均值仅减少了 8.90%，说明径流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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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主要不是降水量的变化引起的；同时该流域的潜

在蒸散发的年均值减少了 12.52%，说明蒸散发对径

流减少为负贡献。伊洛河、洪汝河和唐河流域相似

于卫河流域，径流深年均值的变化率较大，流域降

水量和潜在蒸散发年均值的变化率较小。4个流域

中径流深年均值变化率最大的是卫河流域（59.83%），

最小的为伊洛河流域（34.50%），卫河和伊洛河流域

潜在蒸散发年均值的变化率大于降水量年均值的

变化率，洪汝河和唐河流域潜在蒸散发年均值的变

化率小于降水量年均值的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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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洪汝河流域

图 6　1961−2022年各流域降水和径流深的双累积曲线

Fig. 6　Double cumulative curves of precipitation and runoff depth in the river basins from 1961 to 2022
 

 
表 2　各流域基准期和变化期径流深、降水量及潜在蒸散发的年均值及变化率

Tab. 2　Annual mean and change rate for runoff depth, precipitation and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in base period and change period in the river basins

流域 所处时期 起止年份
因子/mm 因子变化率/%

Q P E0 ∆Q ∆P ∆E0

卫河
基准期 1964−1977年 13.6 615.5 821.9

−59.83 −8.90 −12.52
变化期 1978−2020年 5.5 560.7 719.0

伊洛河
基准期 1965−1985年 14.5 656.5 721.5

−34.50 −4.48 −4.82
变化期 1986−2020年 9.5 627.0 686.7

洪汝河
基准期 1965−2008年 23.3 918.7 733.2

−45.67 −9.74 −6.24
变化期 2009−2022年 12.6 829.2 687.5

唐河
基准期 1961−2010年 25.0 865.0 731.1

−55.11 −10.71 −6.18
变化期 2011−2022年 11.2 772.3 685.9

 

由公式（1）~（4）和 5种 Budyko假设的函数形式

计算贡献率，由于篇幅所限，表 3中仅列出了 5种

函数计算结果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由表 3可知，

OL’DEKOP 函数提供了 4个流域的弹性系数和贡

献率的极值，FU 函数提供了 2个流域的极值，而

PIKE 函数和 ZHANG 函数各提供了 1个流域的极

值，所以计算中为了保证客观合理性，应选择多种

函数形式，以得到贡献率的变化范围。

贡献率方面，卫河流域气候变化对径流减少的

贡献率约为 3.88%~6.09%，人类活动的贡献率约为

93.91%～96.12%；降水减少引起的径流变化约为

15.83%~21.27%；而由于流域内潜在蒸散发为减少

趋势，蒸散发变化对径流减少为负贡献，约为−17.39%~
−9.74%；气候因子对径流变化的作用非常小，径流

变化几乎全部是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伊洛河流域

类似于卫河流域，气候变化贡献率约为 4.04%~

竹磊磊， 等　河南省主要河川径流变化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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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人类活动的贡献率约为 95.85%~95.96%，但

降水变化对径流变化的正贡献和蒸散发变化对径

流变化的负贡献均小于卫河流域。洪汝河和唐河

流域气候变化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要大于卫河和

伊洛河流域，分别为 12.94%~14.69% 和 15.01%~
17.28%，主要原因是这两个流域降水变化对径流减

少的贡献率要大于卫河和伊洛河流域，2个流域人

类活动的贡献率分别为 85.31%~87.06% 和 82.72%~
84.99%。
 
表 3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两类因子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

Tab. 3　Contribution rate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to runoff change

流域 Budyko假设
弹性系数 各因子的贡献率/%

εp εE0 ∆QP ∆QE ∆QC ∆QH

卫河
PIKE 2.39 −1.39 21.27 −17.39   3.88 96.12

OL’DEKOP 1.78 −0.78 15.83   −9.74   6.09 93.91

伊洛河
OL’DEKOP 2.32 −1.32 10.42   −6.38   4.04 95.96

ZHANG 等 2.00 −1.00   8.97   −4.82   4.15 95.85

洪汝河
OL’DEKOP 2.41 −1.41 23.51   −8.82 14.69 85.31

FU 1.91 −0.91 18.63   −5.69 12.94 87.06

唐河
OL’DEKOP 2.45 −1.45 26.25   −8.97 17.28 82.72

FU 1.95 −0.95 20.89   −5.88 15.01 84.99

 

可见，4个流域气候变化对径流变化的影响较

小，主要原因为 4个流域降水量的减少趋势均不显

著，且潜在蒸散发均呈减少趋势，导致了蒸散发变

化对径流减少为负贡献并抵消掉了大部分降水变

化对径流减少的正贡献，所以人类活动是 4个流域

径流减少的主要影响因素。

  3    结 论

前人关于伊洛河流域和洪汝河流域径流变化归

因分析中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对河南省其他流域

的研究不多。本文开展了河南省主要流域径流变

化的归因分析，具体结论如下：

卫河元村站、伊洛河黑石关站和唐河郭滩站年

径流深呈显著下降趋势，洪汝河班台站年径流深呈

不显著的下降趋势；4个流域年降水均呈不显著的

下降趋势；潜在蒸散发呈下降趋势，其中卫河、洪汝

河和唐河流域下降趋势显著，伊洛河流域下降趋势

不显著。元村站、黑石关站、班台站和郭滩站年径

流深分别在 1977年、1985年、2008年和 2010年发

生了突变。

4个研究流域气候变化对径流减少的贡献率均

远小于人类活动对径流减少的贡献率，卫河和伊洛

河流域气候变化的贡献率在 7% 以下，洪汝河和唐

河流域气候变化的贡献率约为 12%~18%；而卫河和

伊洛河流域人类活动的贡献率约为 93%~97%，洪汝

河和唐河流域人类活动的贡献率约为 82%~88%。

降水减少不显著，且潜在蒸散发的变化对径流减少

为负贡献是气候变化对径流减少贡献率小的主要

原因，所以可以认为 4个流域径流的减少主要是由

于人类活动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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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ion of runoff variation of main river basins
in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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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enan Key Laboratory of Agrometeorological Support and Applied Technique, CMA, Zhengzhou 450003, China；2. Henan Climate Center,

Zhengzhou 45000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in Henan Province, runoff reduction is more serious.
Attribution  analysis  of  runoff  variation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Henan
Province  spans  the  Yangtze  River,  the  Yellow River,  the  Huaihe  River,  and the  Haihe  River,  the  water  system is
complex. The climate is divers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unbalanced among different places, so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on runoff variation is different. In the past, some studies on the attribution
analysis  of  runoff  variation  were  carried  out  in  Henan  Province,  but  the  conclusions  are  not  consistent.  To  get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attribution rat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 attribution analysis of runoff
variation in representative basins in Henan Province based on accurate meteor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data.

竹磊磊， 等　河南省主要河川径流变化归因

水资源高效利用  ·235·

https://doi.org/10.3876/j.issn.1000-1980.2015.06.009
https://doi.org/10.3876/j.issn.1000-1980.2015.06.009
https://doi.org/10.3876/j.issn.1000-1980.2015.06.009
https://doi.org/10.3876/j.issn.1000-1980.2015.06.009
https://doi.org/10.3876/j.issn.1000-1980.2015.06.009
https://doi.org/10.3876/j.issn.1000-1980.2015.06.009
https://doi.org/10.3876/j.issn.1000-1980.2015.06.009
https://doi.org/10.3876/j.issn.1000-1980.2015.06.00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1379.2023.07.00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1379.2023.07.00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1379.2023.07.00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1379.2023.07.006
https://doi.org/10.13522/j.cnki.ggps.2022080
https://doi.org/10.13522/j.cnki.ggps.2022080
https://doi.org/10.13522/j.cnki.ggps.2022080
https://doi.org/10.1016/0022-1694(64)90022-8
https://doi.org/10.1016/0022-1694(64)90022-8
https://doi.org/10.1016/0022-1694(64)90022-8
https://doi.org/10.1016/0022-1694(64)90022-8
https://doi.org/10.1029/2000WR900325
https://doi.org/10.1029/2000WR900325
https://doi.org/10.1029/2000WR900325
https://doi.org/10.1029/2000WR900325
https://doi.org/10.1029/2000WR900325
https://doi.org/10.16867/j.issn.1673-9264.2019132
https://doi.org/10.16867/j.issn.1673-9264.2019132
https://doi.org/10.16867/j.issn.1673-9264.2019132
https://doi.org/10.16765/j.cnki.1673-7148.2021.02.001
https://doi.org/10.16765/j.cnki.1673-7148.2021.02.001
https://doi.org/10.16765/j.cnki.1673-7148.2021.02.001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6.03.002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6.03.00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362.2013.01.00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362.2013.01.00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362.2013.01.003


      The Weihe River basin, Yiluohe River basin, Hongruhe River basin, and Tanghe River basin in Hen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study basins,  which are sub-basins of the Haihe River bas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Huaihe
River  basin,  and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respectively,  and their  control  hydrologic  stations  are  Yuancun station,
Heishiguan  station,  Bantai  station,  and  Guotan  station.  Based  on  annual  runoff  and  precipitation  data  of  the  four
study  basins  from  1961  to  2022,  and  annual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by  the  Penman-Monteith  method  from
National  Climate  Center,  the  Mann-Kendall  mutation  test  and  double  cumulative  curves  method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mutation  years  of  annual  runoff  depth  series  of  control  hydrologic  stations,  and  the  change  trends  of
annual  runoff  depth  of  control  stations,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annual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of  the  study
basins  were  also  analyzed.  Annual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was  compared  with  observed  annual  evaporation.
The elastic coefficient method based on the Budyko hypothesis was applied to assess the attribution rate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to runoff vari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annual runoff depth of the four hydrologic stations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The  annual  precipitation  of  the  four  study  basins  showed  an  insignificant  decreasing  trend.  The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also  indicated  a  decreasing  trend  and  the  decreasing  trend  was  significant  in  the  Weihe  River
basin, Hongruhe River basin, and Tanghe River basin, but not significant in the Yiluohe River basin. The changing
trend  of  annual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and  observed  annual  evaporation  at  the  four  weather  stations  was
consistent.  (2)  The  mutation  of  annual  runoff  of  Yuancun  station,  Heishiguan  station,  Bantai  sation,  and  Guotan
station occurred in 1977, 1985, 2008, and 2010, respectively. (3) The contribution rates of climate change to runoff
reduction were less than 7%  in the Weihe River and Yiluohe River basins,  and about 12%−18%  in the Hongruhe
River and Tanghe River basins. The contribution rates of human activities were about 93%−97% in the Weihe River
and  Yiluohe  River  basins,  and  about  82%−88%  in  the  Weihe  River  and  Tanghe  River  basins.  The  climate
change showed  low  contribution  rates  because  of  the  insignificant  decrease  in  precipitation  and  the  decrease  in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  Therefore,  it  can  be  seen  that  human  activities  we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  of
runoff reduction in the four study river basins.

Key words: elastic  coefficient  method； climate  change； human  activity； runoff  variation；Weihe  River；Yiluohe
River；Hongruhe River；Tanghe River

第 22 卷  第 2 期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中英文）　2024 年 4 月 

水资源高效利用·236·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1.2 资料来源
	1.3 基于Budyko假设的弹性系数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水文站年径流深的变化特征
	2.2 各研究流域年降水量和年潜在蒸散发的变化特征
	2.3 双累积曲线判断径流突变年份
	2.4 各因子的变化量及贡献率

	3 结 论
	参考文献

